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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坂藏书的前世今生 
 

沈迦 
 
 
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简称 UBC，当地华人

亦称它为卑诗大学）为世界知名学府。旗下有亚洲研究中心，为北美汉学研究的重镇。亚洲研究中心的

图书馆是座日式结构的三层建筑，亚洲文献收藏宏富，其镇馆之宝便是数量达 45000 册之巨的蒲坂藏书

（Puban Collection）。 
 

UBC 亚洲研究中心广场         收藏宏富的亚洲图书馆 
 

 
 
我经常去该馆看书，有幸接触到这批线装书。打开该馆为此批古籍特制的书盒，翻开那些发黄的书

页，朱红色的藏书章赫然在目——蒲坂书楼、南州书楼、姚钧石藏书、鈞石所藏金石書畫印、姚鈞石印、

民国庚辰…… 
 
该馆在一张宣传单页中这样介绍这批藏书： 
 
“蒲坂藏书原为澳门姚钧石所收藏，卑诗大学之亚洲图书馆于一九五九年获图书馆之友及姜纳博士

（Dr. Walter Koerner）捐款购入，计有线装古籍约三千二百种，册数四万五千余，多半为广东著名之
南州书楼旧藏，包括多种学科之丰富资料，堪称北美最卓越之中文藏书之一。 
   

在儒家典籍类内之古典语文学，半数（约有二百五十种）为文学理论、音韵学，尤以文字学为多。
历史类内有最引注目之方志，包括广东省五十六个地区，以及中国境内约五十个著名山脉。哲学类收书
不多，但具有趣味性之艺术、考古学、拓本，尤以印章为多。” 

 
  写这段简介的人是李直方教授，他原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也是国际汉学界知名的版本专

家。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移居温哥华，受邀担任了蒲坂藏书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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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馆自行装订的手写复印本《蒲坂书楼藏书 
书名索引》 

 
红色藏书章无声地述说往事 

 
 
 
据李直方教授更精确的统计：此批藏书共计 3105 种，其中元版 1 种，明版 179 种，清初（1644-1795）

版本 628 种，清稿本 121 种，其它版本 2176 种。如论册数，约计 45000 册。 
 

  国外汉籍收藏是中国藏书界既感兴趣又觉哀伤的一个话题。美国哈佛燕京社、美国国会图书馆、日

本静嘉堂文库等都曾有人写过类似域外访书记的文章，而静静躺在温哥华的这批古籍却鲜受人关注。我

向该馆工作人员索要书目，他们拿给我的只是一册自行装订的手写复印本。于是我萌生了探访这批藏书

由来的兴趣。 
 

 
何炳棣教授的回忆 

 
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史学界泰斗何炳棣教授（Ho Ping-ti ，1917-）曾于上世纪中叶在 UBC 担

任教习。读他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时，发现有几段文章与这批藏书有关： 
 
“1958 年秋冬之际哥大工作刚刚就绪，就接到 UBC 图书馆馆长 Neal Harlow 的信，说校长

Norman Mckenzie已同意将近年捐募所得的大部投资于中文图书。叫我 12月由纽约先回温古华，然后再
飞香港洽购包括五万本线装书，号称‘蒲坂’的私人专藏。事缘 UBC于 50年代后半已有意发展东亚研究，
日本方面已请到英国日文杰出的社会学家 Ronald Dore为副教授，日文及日本文学方面亦已请有知名的
日本学人任教。Harlow本为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UBC就任后发展图书不遗余力。” 

 
  原来何教授就是当年的经办人。 
   

现年九十一岁的何炳棣教授在加州大学第二次退休后，住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一座叫鄂宛(Irvine)
的美丽小城里。在今夏的一个下午，我有幸电话采访了他。事先我曾将采访提纲发给他。 

 
  老先生思路还很清晰，他在电话中向我介绍了当时买书的经过： 
   

“1958 年春天，我还在纽约，北京大学的严文郁先生寄来目录。于是我将他转给了 UBC 大学。近

五万册书，都是古籍，这样的机会不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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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教授第一个提起的人就是严文郁，他是我国老一辈的图书馆学专家，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当时

在美国。  
 

    我请何教授回忆当时购书时的情形，他说，过去这么长时间了，除了已写入《读史阅世界六十年》

书中的回忆外，想不起更多的细节了。在那本《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当时四十岁出头的何炳棣，记下

了这趟长达三个星期的远行中的若干片断。 
   

“生平旅行这是首次搭乘头等舱位。UBC 原向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请打折扣，公司说经济舱向来
不给折扣，头等舱可以给五成折扣，所以头等仓反较三等为廉。” 
   

“我旅游时一向极力避免发怀古之幽情，不过在澳门访问富有晚明闽南风光的望厦村时，我却要坐
在 1843 年美使顾兴坐过的石凳上，签署《望厦条约》的石桌旁，拍一张照片以为多年讲授远东国际关
系史的纪念。” 
   

“购书签约之夜，澳门书主姚老先生包下五洲饭店全部屋顶花园，请出 83岁退休的首席厨师贡献专
长，主客四人享用，男女四人环伺。我有幸，亦不能无憾地品尝和预测这种吃的文化的行将永逝。” 
   

这位姚老先生就是姚钧石。另两位陪同的人士，一位姓张，一位姓刘，都是姚老先生的代表。“张
先生，是个传统的商人，很开明。我在香港，都是他接待。还有一位刘先生，具体叫什么记不起了。刘

先生古文底子好。”电话中，何先生对半个世纪前遇到那些人还有深刻的记忆。 
   

归程的途中，何先生没有直飞温哥华，他转经台湾，并在台湾逗留了六日。那几天，他就住在大名

鼎鼎的胡适先生家中。当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先生刚迁居南港新家。 
   

何炳棣自完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长期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工作。他是见证二战

后西方中国学（China Studies）勃兴的第一代中国学人，与胡适等人有良好的交往。 
   

何炳棣在该书另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中，有如下的段落： 
   

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期间，我也于 1958年 12月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命，飞
往港澳洽购一个 5万多册线装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长新居做客六日（12月 20日至
26 日晨）。据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离开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
先生。第一天晚饭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长朱骝先（家骅）先生。在这饭桌上我初次品尝了于景让先
生成功育出的无子西瓜。 
   

我问何教授，当时有无向胡适先生提及这批藏书。何教授说，没有功夫谈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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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信符与南州书楼 
 

在 UBC 我有幸翻阅了百余册蒲坂藏书，几乎每本书的扉页上，都能看到“南州书楼”的藏书章。南

州书楼是民国时中国知名的私家藏书楼。早年读《广东藏书纪事诗》，对南州书楼及楼主徐信符略知一

二。 
  

岭南近代藏书之风颇盛，知名藏书楼颇多。番禺潘仕成的“海仙山馆”、南海孔广陶的“三十三万卷

楼”、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伍崇曜的“粤雅堂”并称“粤省四家”。其它，如南海潘宗周的“宝礼堂”，东莞

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番禺徐信符的“南州书楼”，亦为书林巨擘。 

南州书楼藏书        徐信符《南州吟草》封面 
 
徐信符(1879－1948) 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他名绍棨, 字信符(也作舜符),以字行。他原

籍广东番禺, 出生于广东英德。徐信符 1898 年进菊坡精舍，受业于陶春海门下。陶春海，字福祥，番禺

人，曾任菊坡精舍学长，为岭南大儒陈澧的再传弟子。 
 
1903 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将两广大学堂改为广东高等学堂，委派吴玉臣（道镕）为首任总理。吴

氏聘请徐信符为中国文学教员，自此，徐信符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教师生涯。他曾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

广府中学、两广高等师范大学、岭南大学、广东法科学院、中山大学、勷勤大学、教忠学校，以及香港

培英学校、执信中学和澳门教忠学校等 10 多所学校任教，主讲课程涉及文学、历史、古籍书目诸科。

本文后面还要提到的人物，如解放后任广州市长的朱光、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冼玉清、中山图书馆馆长

杜定友等，都是他的学生。 
 
徐信符著述甚丰，先后编著了《中国文学史》、《历代文体辨别》、《中国书目学》、《中国版本

学》、《西洋史要》、《亚洲各国史》、《汉书刑法志》、《古籍校读法》、《楚辞离骚》、《文选研

究》以及《文学说略》等十多种教材。 
 
作为藏书家及版本学家，徐信符还担任过广东省立图书馆董事会董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广

东编印局委员、广东文献馆理事和修志局编纂等职。同时负责编撰广雅丛书、学海堂丛书，并著有后来

在藏书界流传甚广的《广东藏书纪事诗》一书。 
 
徐信符的夫人是同盟会元老朱执信的姐姐。朱执信之父，也即徐信符的老丈人是琴学大家朱启连。

朱启连又是“粤东三家”之一的汪瑔的门生及女婿。粤东汪氏是文化世家，汪兆铨、汪兆镛、汪兆铭均名

满天下。汪兆铭，字季新，后名精卫。徐信符在年轻时，与朱执信、汪精卫都有往来，还曾结社于广州

豪贤街之西庵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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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书楼的旧址在广州市小北路 120 号，这里也是他的住所。1928 年小北开筑马路，徐氏将居所

前座拆建为二层楼以藏书，称“南州书楼”。今夏赴广州，我曾来到小北路，希望寻访南州书楼的旧影。

可是，一无所获。 
 

  南州书楼与中国很多知名的私家藏书楼一样，经历风雨，但终于没能躲过风雨。 
   

今年已七十六高龄的高炳礼先生是广东中山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了五十

年。因地域之便，他曾专题研究过南州书楼的聚散史。在《“南州书楼”聚散史述略》的卷首摘要中，他

即引用广东中山图书馆老馆长杜定友在 1948 年徐信符刚死时所作的预言：“私人藏书，不出三代，纵观

吾粤藏家，风流云散，幸南州书楼，泰半犹存，惜信符先生遽归道山，其能永保勿替，亦至堪虑。” 
   

据高炳礼先生研究：“南州书楼的厄运开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广州淫雨成灾，徐家住宅

后座倾塌，室内藏书不能及时搬走，以至 400 多箱典籍的绝大部分受水浸化为纸浆。小部分幸免的也要

雇请几位老太婆将书逐页翻开晒晾，这次遭天灾厄运，损毁典籍不少，徐氏因此卧病累月，十分痛心。” 
 

 
 
 
 
 
 
 
 
 
 

高炳礼先生翻出《广东文物》给我看 
 
 
 
 
 
 

 
比天灾更猛烈的是战事。“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1937 年 8 月 31 日中山大学首遭空袭，全

校奉命疏散。当时，徐信符执教于中山，自感年近古稀，不想跟校迁移，于是全家转移香港避难。藏书

家自然要带着书走，他将善本 200 多箱计 300 多种 2306 册运往香港, 其中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

150 箱，跑马地寓所 50 箱。 
 
这是南州书楼的藏书第一次飘洋过海。 
 
徐信符全家到香港后，因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他只能亲手从移港善本中选出一批出售，时得港币

9000 多元，以解燃眉之急。 
 
1941 年香港再度沦陷。沦陷前夕, 徐信符从存港典籍中选出一批善本（部分是丛书），分装为 10

箱，由其女儿分批运往澳门寓所, 据说当时用机帆船运往澳门者被土匪所劫，由白银丸船运者又遭美机

炸沉，损失不少。 
 
香港沦陷后，徐信符全家于仓皇中又转回广州。广州这时也已沦陷，徐信符已是年迈之人，终日忧

时感事，不幸又得重病，每日要花去很多医药费，经济不敷，于是再次以书易米。这次他卖出的书有陈

澧著述稿本及批校本，还有十余种方志，共计 200 多册。得款数千元。他自己也说“垂老遇困难，又贫

病交迫，幸得出籍以救厄。”嗜书如命的徐先生落到自己卖书的地步，表明他已山穷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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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初逾的徐信符先生，再次踏上迁移的行程，他带领全家离开广州移居澳门，当时家庭仍十分

困难，遂将由港运至澳门之书，除有关广东文献继续保存外，都卖给了当地一位姚姓巨商，得葡币 4
万元。至此，南州书楼的精华——善本已出售不少，可谓元气已大伤。其存广州寓所之书，也在徐氏全

家避难澳门后，被当地流氓无赖掠去贱卖，损失不少。”已退休在家的高炳礼先生，对我说起这段往事，

还是感慨万千。 
 
这位姚姓巨商就是后来将藏书卖给 UBC 大学亚洲图书馆的姚钧石先生。 
 

  对姚钧石及其蒲坂书楼，我几乎没查到任何资料。在民国著名印人冯康侯先生的印谱中，我曾偶然

看到一枚“姚钧石藏书”章。抗战时，冯先生也曾携眷避居澳门，估计在那时，与姚钧石先生相识。 
 
高炳礼先生告诉我，他曾请与澳门图书馆界比较熟悉的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骆伟查找姚氏资

料。不过，至今也没有结果。 
 
我也向何炳棣教授打听过姚先生的生平，已至耄耋之龄的何教授至今还称他为“姚老先生”。不过，

他说自己对他的身世也不清楚，更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生意的。他告诉我，按外国人的礼仪，人家不主动

告诉你，你是不便打听的。 
 

  莫非姚钧石真要成为一个谜？ 
   

据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记载，1997 年 5 月他访问 UBC 时，也曾见过这批蒲坂藏书。当时任亚洲图

书馆馆长的周邝美筠女士还把当年王伊同教授为这批善本书目所写的序言复印给他。 
 
“王序写于已亥六月，当是 1959年 7月。序中说这批书是广东因经商致富而成为藏书家的姚钧石在

澳门的部分藏书。姚氏在广州藏书被毁于火灾后就集中精力经营澳门藏书近 10 年，方恢复旧观。因担
心再遭覆辙，便求售于海外，而卑诗大学正谋求发展亚洲文化学术，遂由实业界人士宽纳筹资议购。并
请何炳棣教授负责磋商议定，于 1959 年 2月将这批书运抵卑诗大学。” 
 

这里提到的王伊同教授也是享誉海外的著名学人。王伊同，字斯大，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

与何炳棣教授是同学。 
 
王伊同教授主治魏晋南北朝史，其《五朝门第》专著已成为海外汉学名著。王教授在历史研究方面

功力深厚，研究领域涉及名物制度考证、舆地、版本学、民族史等多方面。他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威

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以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从事

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现居美国匹兹堡。 
 
在 UBC 亚洲图书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前台管理人员的书架上找到近半个世纪前由王伊同教

授撰写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宋元明及旧抄本善本书目》，这是部抄本（复制本），绿色硬质封

面，由该馆自行装订而成。 
 
今秋我有幸联系到王伊同教授，并与他通了几个邮件。王教授今年虽已九十四岁高龄，但思路敏捷，

每天都亲自收复邮件。王教授告诉我，1957 至 l962 他在该校任教，因此得以接触此批藏书，并择善本

整理出此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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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宋元明及旧抄本善本书目》书影 

 
 
 
 
 
 
 
 
我向王教授了解当年的相关情况，他告诉笔者，他对姚钧石的情况也不了解。不过他在来信中提及

当年为 UBC 图书馆捐款的姜纳先生（Walter Koerner）。据说此君是个捷克籍木材富商，后移民加拿大。

王教授与他见过几面，每次见面，他常说，你们学者专心学问即可，资金的事由我们负责。 
 
抗战胜利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徐信符回到了广州，他拟将劫后存书整理编目，并将港澳书籍运回大

陆，不过事未竟，徐氏于 1948 年 10 月 30 日因心脏病逝世于广州，终年 69 岁。 
 
徐信符死后一年，广州解放。当时徐氏藏书已分散粤、港、澳三地。南州书楼归其儿子徐汤殷掌管，

又一个藏家的后代，要开始变卖藏品了。 
 
高炳礼至今称徐汤殷为“徐公子”。他说，徐公子首次卖书是在五十年代。当时岭南大学图书馆周连

宽教授得悉徐家要出让其先父遗书的信息，于是前往洽购。“余第二次往访南州书楼时，即由其女公子

接待，余为岭南大学图书馆选购广东文献一批。”当时岭南大学买入的书多为广东地方文献，有《粤大

记》三十二卷，明万历刻；《乾隆广州府志》六十卷，乾隆廿四年刻；《粤秀书院志》十六卷，道光二

十七年刻；《广州乡贤传》四卷，道光十九年刻；《温氏家集》十二卷，咸丰元年刻等，均属罕见之本。

1953 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该批图书现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内。 
 
1954 年 10 月，广东省人民图书馆也派专人去南州书楼与徐汤殷商议让书事，结果以 2000 元购得

图书 2919 册。 
 
1956 年，广州古籍书店开业，该店也经常派人去徐家商谈购书事宜。 
 
1957 年初，冼玉清教授往澳门探亲，了解到徐家女公子在澳门仍保存部分古籍，并有意出让，即

劝其将所藏广东文献全部让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后因对方坚持要港币现款，而国家那时又外汇紧张，

此事没有谈成。周连宽曾见过该批书的书目： 
 
“冼君示余书目一纸，其中明刻多种，尚有可观。例如：《文恪公集》二十卷（明）韩日缵撰，（明）

嘉靖刻；《六艺流别》二十卷（明）黄佐撰，嘉靖刻；《明音类选》十二卷（明）黄佐撰，嘉靖刻；《庸
言》十二卷（明）黄佐撰，隆庆刻；《岭海名胜记》十六卷（明）郭棐撰，万历刻；《鹤汀集》九卷（明）
李之世撰，万历刻；《瑶石山人诗稿》十六卷（明）黎明表撰，万历刻；《岭南文献》三十卷（明）张
邦翼编，万历刻；《岭南文献轨范补遗》，六册（明）杨瞿崃编，明刻；《抱膝居集》二册（明）谢与
思撰，万历刻，《罗司勋集》七册（明）罗虞臣撰，嘉靖刻；《海珠小志》，六册，万历刻。” (《羊城

访书偶记》（三）, 广东藏书家近况，广东图书馆学刊，1965（2）) 

   
笔者曾核对蒲坂书目，以上图书均未见录。 
 
1957 年徐汤殷在广州又出售南州书楼词曲书一批，共 800 余种，按种计价得人民币 800 元。 
 



8 
 

1963 年 8 月，广东省委获悉徐信符解放前从广州移存香港的一批明代版本古籍及广东文献，其子

徐汤殷要出售，定价为 10 万港币，现款在香港交易。省馆先将省文化局转来的书目查对后，认为省馆

需要这批古籍入藏。省委领导为免这批珍贵古籍落入外国人手中，先委托港澳工委就近垫款购入，省馆

遵照省委的指示，向省计委、省财政厅办理购买该批古籍所需的专款交还港澳工委、报销（因购私人藏

书无正式发票）等手续。1963 年 9 月 27 日，这批书从香港运回广州，28 日在省馆开箱时，省文化局派

出干部赵瑾良到场逐册验收。计有古籍图书共 119 种 1050 册，其中善本 98 种 877 册，广东文献 21 种

173 册。据版本学家，时任广东省馆副馆长的李易安先生鉴定： 
 
“认为此批图书应是徐氏所藏之精华，多是明代刻本，一部分为清代精刻本和清代毁禁本，不少属

于海内罕见之书。例如《桂轩稿》十卷（明）江源著，在明史艺术志、焦竑国史经籍志中俱未著录，此
为海内仅存之本，殊足宝贵。《文山先生集杜诗〉前后卷（宋）文天祥集元刻本，较台湾所藏明成化本
尤早。《明音类选》十二卷，（明）黄佐编，此书国内仅存一部。《广东文选》四十卷，（清）屈大均
编，乾隆悬为禁书，今日存本极少。其他都是较好善本和广东文献。” 

 
这份向省文化局报告的文稿，现还保存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档案室里。 
 
因为这批古籍留存在香港，徐汤殷乘机提出赴港申请，当国家在港交付书款后，徐公子也留居香港

了。1975 年，徐汤殷突发急病，逝于香港。 
 
高炳礼先生与徐公子有过交往。他说，当时他就以卖书为生。“六十年代初期，那时大家多穷啊，

可我看到他家客厅里还有苹果。” 
 
1982 年 5 月 21 日，徐信符孙女继续将南州书楼最后保存下来的 45 种 453 册线装古籍卖给广州古

籍书店。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按古籍书店要价人民币 18700 元全部购回入藏。 
 

 
南州书楼到底有多少书？ 

 
徐信符的南州书楼到底收藏了多少书？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据说徐氏为人怪僻，他的藏书楼，一

般人不能登楼，而想参阅借阅，那就更难了。他喜欢将一部古籍的前一、二册抽放别处，其目的是使人

见到这部书时以为是残本，不再向他借阅。 
 
由于没有一本完整的藏书目录，因此，其藏书数字记载比较混乱。黄荫普的《忆江南馆回忆》称曾

达 60 余万卷，谢祖贤的《广东藏书纪事诗序》称“不下十余万卷”，郑师许的《悼念广东藏书家徐信符

先生》（稿本）则称“所藏约有二万余册”。 
 
著名目录学家何多源先生著《广东藏书家考》，其中有徐氏小传。他自称民国廿三年（1934）二月

四日曾访问徐氏询及藏书数目。徐氏自答已达一千二百箱，计三百六十余万卷。这在当时应该是个比较

可靠的数字。 
 
徐信符之子徐汤殷在《南州书楼·叙传》中称其父藏书达 600 多万卷。祝秀侠的《徐信符与南州书

楼》称 600 万册，这估计是卷册之误。 
 
从何多源造访，到徐氏殁于 1948 年，这十几年，南州书楼的藏书应继续增加。从 360 万卷到 600

万卷，应是有可能的。 
 
徐氏嗜书如命，藏书秘不示人，唯有其学生，曾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的冼玉清教授曾携带饭盒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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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观书一个多月，并将该楼所藏的广东文献 432 种录成《南州书楼所藏广东书目》，这部书目发表于

1935 年 6 月出版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 2 卷第 1 期），由此公开了徐氏部分秘藏。 
 
徐信符孙女、徐汤殷之女徐家凤在一篇题为《冼玉清与南州书楼二三事》的文章中提到这段往事： 
 
“先祖父嗜书如命，家人未得其允许是不准随便踏进书楼，小孩子们更是楼梯也不准踏上，但先生

却是除家人外唯一有书楼钥匙的人，可随时来看书抄书。南州书楼藏书虽多，但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书
目，当时先生自告奋勇提出，先把有关广东的书目整理出来，其它的一步步再来校理。自此先生课暇即
到书楼抄写书籍。有时披阅竟日，其间常拿一布包包着一些点心作为午餐。先祖父曾请她在家吃饭，不
要客气。她与我祖父说鉴阅群书是其最大的乐趣，如果为吃饭而打断此雅兴则大煞风景也。因之她在南
州书楼观书期间，佣人们开了大门就去泡茶，先生自己开门进书楼，佣人放下茶水就退出，剩下她一个
人在书楼翻阅典籍，兴尽又悄悄地回家去了。在此数月时间内从没在我家吃过一顿饭，留宿过一天。1935
年 6月先生所撰的《南州书楼所藏广东书目》刊于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以后先生因病，遂暂停至
书楼看书了。 ” 

 
冼玉清（1894-1965）也是个奇人，有粤中才女之称。这位自号“碧琅玕馆主”的才女，集诗人、画

家、金石鉴赏家、收藏家于一身，为 20 世纪广东不可多得的女学者和女诗人。她对岭南历史、风物、

史志文物的发掘与整理，近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举凡前贤史实、掌故遗闻、金石书画、名胜

古迹，靡不精心考证，为后世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冼玉清年轻时的照片           冼玉清曾任岭南大学文物馆馆长 
 
 
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我曾看到她的不少身影。她曾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学

贯中西，据说能以英语讲授“二十四史”。冼先生以治史为主，兼好辞章，她的诗既有“知有红妆称学士，

乾坤清气此偏多”的豪迈，又有“绝俗孤标遗翠羽，高山情调依朱弦”的婉约。她于 20 年代已有诗名，所

著《碧琅玕馆诗稿》深为当时文人学士所赞赏。南社创始人之一的柳亚子曾有诗赠冼玉清云：“才高咏

絮簪花外，名轶搓脂滴粉群。珍重女权新史艳，书城艺海共论勋。”晚清京华“四公子”之一、陈寅恪的

父亲陈三立对冼玉清的诗稿给予极高评价：“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还亲笔为冼

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一匾。陈寅恪亦赠冼玉清一副春联：“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在广东学界，冼玉清被人尊称为“冼子”，晚辈则亲切地称她为“冼姑”。为了她痴迷的学术研究，冼

玉清终身不曾婚嫁，她发自肺腑之言 “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今闻之仍有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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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骇俗之感。 
 
冼玉清出身于澳门富商之家，因其无后，父亲去世时则给她留下双份遗产，但她平素自奉甚俭，逝

世前将这份遗产全部捐给了国家，金额据说达上百万港元。在六十年代，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了这笔

遗产，冼玉清还曾蒙受了不白之冤。1954 年，因每月定期到香港银行签收遗产利息，她竟被检举为经

常往返香港递送情报，于是她被逼写“坦白书”，并于次年被迫提前退休。 
 
因冼玉清经常去中山图书馆特藏部阅览室看书，高炳礼先生亦与她熟。高先生告诉我，冼教授在阅

览室看书常坐固定的座位，长此以往，她的座位都不会被占坐，大家对她很敬重。她来看书时，大家经

常向她请教，普通读者也不例外。 
 
冼教授半个多世纪前登楼抄录的书目，刊登在 1935 年出版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 2 卷第 1

期上。这本旧杂志在今天的上海图书馆都已成为珍本秘藏，不轻易示人。经填写申请表、馆领导签字等

手续，并付上不菲的资料使用费后，我终于借出了这册早已泛黄的杂志。 
 
该刊第 28-51 页收录了南州书楼 432 种广东文献书目。文前有一段何多源撰写的编者按：番禺徐信

符先生笃学嗜书，雅好收藏乡贤文献，其藏书事迹曾志本刊一卷三期广东藏书家考一文之内。此书目原

为岭南大学文学院洗玉清女士所编，余曾怂恿其出版以示公之同好，女士不允，但蒙借抄稿本，兹特将

其重新编次，以飨学林，以实本刊。 
 
 
 
 
 
 
 
 
 
 
 
 

 
 
 
 
 
 
 
 
 
 
 
 

冼玉清编写的书目首次公开了南州书楼的秘藏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 
可能是转抄的原因，此书目中排印错漏甚多。如将主修《番禺县志》的任果、常德误排为任果常等

修，将修纂《广州府志》的瑞麟、史澄，误排为瑞麟史，陈恭尹误排为陈公尹，黎遂球误排为黎瑞球等。 
 
广东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倪俊明曾为冼玉清此书目做过一次补遗，他根据《广东文物》卷一

《广东文物展览会出品目录》、卷九陈德芸《广东未刻之书籍》、黄荫普编纂之《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

（附补篇）和《徐信符手稿》，列出了 94 种徐氏有关广东地方文献的遗书。 
 
1940 年假座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行的广东文物展览会，是上个世纪广东文化界的一盛事，会

后曾出版《广东文物》一书。今夏在广州高炳礼先生府上，我们谈及这个大展时，高先生特地从厨房屋

顶的橱上翻出当年出版的《广东文物》一书给我看。该书卷二有“出品摄影典籍”，53 种珍贵的广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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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书影中，由徐信符南州书楼提供的就有 19 种。 
 

   挖掘地方文化、搜罗地方文献是南州书楼藏书的一大特色。 
 

徐信符曾撰《广东藏书记略》，该文之末，提及自己的藏书——余素喜蓄书，自任大学暨高等专门

学校教授，历三十余年。馆谷所入，多为插架所储。一介寒儒，不敢以佞宋秘宋为职志。平居慕谭玉生、

黄石溪两先生，保存乡邦文献，故南州书楼藏书，以粤东先哲所著述或评校，及关于粤东事实者为夥。

粤省府州县地志，各省新旧通志，大致完备。次之则古今名人集部及丛书为多。书囊无底，慊然不能自

足。及广州沦陷，事前虽将一部移置安全，然大部存亡莫卜，俟异日方能判决，天也，非人所能为也。 
 

  高炳礼先生告诉我，建国后，南州书楼中这批广东地方文献基本上为中山图书馆所购藏。今天的中

山图书馆以收藏广东地方文献宏富而称名全国图书馆界。搜集、整理并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是地

方公共图书馆的责任与义务。 
 
 

东塾遗书 
   

在蒲坂藏书中，我见到多本陈澧著述。 
   

陈澧，就是陈东塾，清末广东通儒，人称岭南文化的守护者。广东巡抚郭嵩焘曾说，到广东只要会

晤过陈澧，便不枉此行了。 
 

 
 
 

陈澧行书扇面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兰浦，号东塾，出生于广州木排头。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先

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著述达 120 余种，是清代著名学者，人称东塾先生。《清史稿》

有传。东塾先生工诗词，人评其词“文而又儒，粹然大师”，其诗“能于纸上跃起”，岭南诗若以学者论，

自“白沙之后，当以东塾为最”。 
 
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书法均有造诣，与卢同柏、桂文

耀、杨荣绪被誉为“四俊”。陈澧先后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史、向梁汉鹏学数学。25 岁起他转到以

经史等为主的学术研究，迭出成果，声名遂著。 
 
嘉道之际，阮元督粤，广东学风一变，训诂考据词章占据学术主流。整个清后期广东学术以朴学为

主，朴学主要阵地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等自然成为学术中心所在，并以朴学集大成者陈澧为中

心，形成著名的东塾学派。 
 
东塾弟子中有名可考者 102 人，其中隶属广府籍者占绝大多数。陈澧之后，其弟子遍布教育界、学

术界，传播其学。光绪中张之洞总督两广，依靠东塾弟子，创建广雅书院及广雅书局，使广州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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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踞东南。广州不仅为全省学术中心，而且是全国朴学重镇之一。 
 
陈澧亦好藏书，其东塾藏书，四部悉备，并多有批评点校。陈氏擅书，因此所书评语，或朱或墨，

皆庄重不苟。至民国，东塾遗书中的稿本及评校本多为徐信符所得。徐信符先生记载“观其手稿，又可

知其治学方法，凡阅一书，继分某章、某句、某字，连缀为一，然后下以己见，评其得失，如司法官搜

集证据，然后据以定案。” 
 
UBC 亚洲图书馆二楼也收藏一套陈澧的《说文声统》，其扉页贴了张该馆自制的藏书票，其上还

特别注明，此书受赠于陈之迈先生。 
 
陈之迈(1908--1978)是陈澧的曾孙，台湾政学两界的名人，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俄亥俄州

立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及中央

政治学校。曾与蒋廷黻等人创办《独立评论》社和《新经济》半月刊。历任台湾行政院参事兼第一组主

任、台湾驻美大使馆参事、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代表等职。 
 
陈之迈在此书后附了一篇写于民国六十年一月廿七日的跋，披露了一则与蒲坂藏书有关的故事： 
 
先曾祖东塾公，讳澧，字兰甫，遗著中有《说文声表》一种，为公三十岁以前所作，初名《说文解

字声类谱》，嗣更名为《说文声统》，最后定名为《说文声表》，共十七卷。初稿即成，原拟请桂星垣
（文耀）先生检校一过，然后刻版，后因星垣先生有韶州之行，遂以底本送徐子远（灏）先生，并嘱其
作笺，但无所成。咸丰三年，公循星垣先生之请，即付剞劂，乃于是年八月作自序一首，说明编著旨趣，
但仍未即时刊刻。公殁后，是书謄本之一由公之门人廖泽群（廷相）先生保存，送广雅书局官刻，尚未
着手，而先生遽归道山，先君（讳强和，字公睦）亦存有謄本一份，原拟在苏州付刻，又以北返未果，
稿存上海中国信托公司保险柜中。民国二十六年，中日战启，干戈扰攘八年，该稿遂散佚无踪。先君于
战后家书中，一再提起刊刻《说文声表》之事，有“此稿非刻不可”、“此事非汝不能办也”、“先祖在天
之灵当佑汝福寿也”之言。惟是时迈于役美京华盛顿，后调菲律宾马尼拉，对此事实不知从何下手，每
一念及，焦急万分，其后大陆变色，更为绝望。 

 
民国五十七年，北大同事张佛泉先生，任教于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曾以该大学新近购

入之宋元明清及旧抄善本书目一册见赠。余时任职东京，展阅书目，则《说文声统》十七卷赫然在内，
为之狂喜，遂即驰书佛泉先生，请为代洽全部景印，比蒙允诺，由该大学伍冬琼女士任其劳，数月后即
全部寄来。据该大学王伊同先生考证，此稿原归徐信符（绍棨）先生之南州书楼，嗣转归姚钧石先生之
蒲坂书楼，于民国四十八年由该大学购入。迈于获得景印本后，当即函商该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图瓦·施
托士（Basil Stuart-Stubbs）先生,请准景印发行。荷承于民国五十九年八月十日来函慨允，先人遗
命，遂得完成，如此奇迹，冥冥中盖有呵护也。 

 
经陈之迈先生的努力，红色封面的三册本《说文声统》终于在民国六十年（1971）五月由台湾文海

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陈之迈当然没有忘记给 UBC 图书馆寄赠留念。该校图书馆也是个有心人，对于

私人赠送的图书总是呵护有加。我在此书尾页看到馆方如下的注释：“此三册由陈之迈博士寄赠，陈之

迈为作者之曾孙，时年 1971 年 11 月 18 日。”（原为英文，笔者译。）有趣的是其上还粘贴着陈之迈

先生当年来信的地址。陈博士那时在意大利罗马城，出任台湾驻罗马教廷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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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迈赠送的文海版陈澧《说文声统》现陈列在 UBC 图书馆二楼    台湾文海版《说文声统》尾页 
 
 

 
曾经擦肩而过 

 
我洗印了几张蒲坂藏书的书影带给高炳礼先生，老先生拿了放大镜仔细端详。他告诉我，这批藏书，

当年曾有可能卖给中山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业务档案室至今还保存着一封写于 1957 年的信： 
 

朱光同志： 
   

兹将何贤先生交来的《蒲坂书楼藏书精本撮要》一本送上，澳门有人有这批藏书，请查看是否需要。
如需要，可通知我们转告何贤先生设法代购。 
  致  
敬礼 
                    省委港澳工委办公室 
                     1957．10．17 

1957 年，广东省委港澳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接到何贤先生送上的古籍书目一本，即写信给时任广州

市市长的朱光先生。这位何贤就是现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人称“澳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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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写于 1957 年的信在半个世纪后显示了不寻常的意义  1956 年毛泽东主席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先生交谈 
 
 
当时高炳礼先生任中山图书馆采购组组长。据他回忆，当时朱光市长将此信批转给广东市文化局办

理，因广州没有设立市馆
⒂
，所以市局将此信转省文化局再交省立中山图书馆办理。当时省馆馆长叶得

春即交采编部张世泰主任拟稿，郑纫宜副主任与他会稿，送省文化局转省委有关部门帮助了解该批书总

价钱及书款支付等事宜。 
 
“那个文稿，实际我也参加了起草，后送省文化局审批。后来省文化局通知，书目及文稿已送省人

民政府。至此，一直没有答复。” 
 
“当时，正处于全国整风反右运动前夕，上级领导忙于开展运动无暇顾及此事。后有同志在《参考

消息》看到消息，闻知该批书已卖给加拿大一间图书馆。冼玉清教授来馆看书时知悉此事感到国家又失

去一批珍贵文献。” 
 
高先生说自己见过那本书目，“是毛笔写的。不过，因当时没有复印机，没能保存下来。” 
 
“后来，即反右后，据省文化局同志说，何贤先生准备找姚先生谈购书价钱，也有人说，可能何贤

先生会出资购买赠给省馆。这些都是小道消息。当时，我馆的办馆经费才九万元人民币，购书经费也不

超过 5 万元，若购买此书必然要申请专款。还有就是如要港币则要动用国家外汇。因此，该批书即便当

时不遇到反右政治运动，就外汇交款也是头痛的事。所以传出何贤先生出资购买赠送也是有可能的事，

因为当时何贤先生与广东省的官员关系很好。” 
 
我特别问高炳礼先生，当时这批书开价多少？老人说不清楚，也无从查考。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外汇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为国家节省外汇，在那时是一种高尚的爱国行

为。由此，我不禁联想到今日中国面对庞大的外汇储备，不得不推出的分泄之策时，有不知今夕何夕之

感叹。 
 
UBC 当年买下这批书，花了多少钱？我冒昧地向何炳棣教授打听。他说，以前这是不能说的，属

商业秘密。 
 
“那时我们在香港谈好价钱，然后才去澳门。记得姚老先生的女儿也曾问我卖价多少，当时我都没

有讲。不过，现在可以说了。你先猜猜，你觉得要卖多少钱？” 
 
我没想到，老先生还会让我猜猜这个谜。我说，这五十年，汇率、通涨变化这么大，我实在猜不出

来。 
 
“我告诉你吧，七万美金，UBC 拣了便宜。不过，在当时，7 万美金是笔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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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C 亚洲图书馆为蒲坂藏书特制了硬质封套 

 
   
 
 
 
 
 
 
 

 
 

收藏在 UBC 大学亚洲图书馆的蒲坂藏书从到馆的那天起至今都向公众开放，任何人只要持借书证

均可免费阅览。这所北美著名的图书馆像其它世界一流的图书馆一样，没有把善本秘藏，他们认为，让

古老的藏书在今天继续发挥价值，是图书馆的责任之一。 
 
  我拍了些书影的照片送给高炳礼先生，其中一张特意拍了盒套。我在信中说，“卑诗大学对这批古

籍保存甚佳，相当部分还定制了硬质封套。这是可以告慰爱书的中国人的。” 
 

 
 

2007 年 10 月初稿 
2007 年 12 月 17 日二稿于温哥华挹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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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模糊的姚钧石 
 

在稀缺图书网（www.xqtsw.com） 上，查到“姚钧石”的名字，他竟然有本《游台湾日记》传世！一阵

窃喜。该网提供资料复印业务，我于是忙给对方发邮件。但等了两个多月，中途催发了几个邮件，终是

杳无音讯。今春回国，直接打电话去询问，经一番折腾，才被告之，此书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珍藏本，

无法提供复印本，于是委托北京公司的同事，亲往国图查阅。“不让复印全本，怎么办？”小聂在国图地

方志家谱阅览室门口给我打电话。“啊？！这样珍贵啊，那你就先复印前半部，隔段时间再去复印后半

部。” 
 
后来，小聂寄了两份快递过来，我终于凑齐了全本的《游台湾日记》 。 
 
 

 
 
 
 
 
 
 
 
 
 
 
 
 
 

书前有姚钧石小像       姚钧石《游台湾日记》国图藏本书影 
 
 
该书为铅印自印本，竖排，单册。书不厚，仅 53 叶。书前书后均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圆朱

文章。封面有一姚钧石小像，这该是他青壮年时的玉照吧。因是复印件，这帧小像看起来有点模糊。不

过，定睛看，还能看见他炯炯有神的双目。像上题署：“南海姚钧石”，我终于知道了他的籍贯。 
 
书前有姚氏撰于民国七年（1918）四月的自述。阐明了该年春天随团借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太田、台

湾银行行长小笠原去台湾之便游历台湾的缘起及经过。 
 
日记始于当年四月六日“乘金山夜船往香港”，止于廿七日“回抵广州”。前后计二十二日，姚先生将

每日参观、游历所见记录在册。 
 
我靠在沙发上，仅花了一个小时就通读了全书。可惜姚先生略输文采，要不我们还能透过这些记录

窥见更多的东西。 
 
此代表团虽名为“观光团”，其实在书中，我几乎未见他们旅游观光的记录。在这前后三周的紧张行

程中，他们历经基隆、台北、台中、北投、嘉义、台南等地，参观之“景点”几乎全是学校、医院、农场、

工场。上世纪二十年代，台湾还在日本人手里。这些关于台北医院、专卖局、台北公学校、博物馆、台

湾制糖株式会社、农事试验场、蚕业局、台中公立中学校、帝国制糖所、嘉义木材所、台南盲哑学校、

台南孔庙等地的详细参观记录，对今天的台湾地方史研究者而言，可能是笔宝贵的资料。 
 
 

http://www.xqts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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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遗憾的是，书中姚先生对自己的记录甚少。他只在《自述》中谈到自己：“余素具远志

喜浏览山川名胜及制造场而研究实业之学识尝读史记观其雄文伟论全由阅历而生恒心焉……” 
 

  读完日记，尚存两点疑惑： 
 
一是不知当时尚未人到中年的姚先生是何身份，身价几许。或者是他参加的代表团档次不低，反正

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官绅高规格的接待。当时的“台湾首富”林熊徵还两次设宴款待他们。在今天

的台湾，林熊徵及其家世还是个常要被人提及的故事，他的元配夫人便是民国时人称“盛五小姐”的盛关

颐（盛宣怀的女儿）。前几日我在网上读记录辜振甫先生人生风云的《劲寒梅香》一书，还读到他夫人

严倬云称林熊徵为大舅的记录。 
 
有一点要记一下，在当时，台湾与大陆并不分离，厦门与台湾有直航的海船，数小时即可抵对岸。 
 
 

                      2008 年 6 月 2 日补记于温哥华挹西堂  
 
 


